小学生同伴间诚信教育策略探析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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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生班级内同伴关系对学生诚信品德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出发，以某小学三年级某班的诚信网络分析为例，阐述该班级内同伴诚信关系的结构。社群图分析表明该班级内同伴间的诚信关系存在强力节点，年龄、性别、是否在班级中任职以及个体诚信观发展水平等个体属性特征对同伴间的诚信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年龄和性别因素不构成影响班级内同伴间诚信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否在班级中任职和个体诚信观发展水平可以构成影响班级内同伴间诚信关系的主要因素。据此，为了发挥同伴间诚信教育的功能，应该发挥核心人物的榜样作用、发挥学生干部的带头作用以及发挥高水平诚信观学生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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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学校教育环境下，由班级内同学构成的同伴关系会对学生个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与学校教育相一致，也可能相悖于学校教育，因而一直受到心理学和教育学相关研究的关注。然而受重智主义的影响，以往研究主要侧重于研讨同伴关系与学生学业成绩或学习态度之间的关系，较少关注同伴关系对学生社会性和道德品质发展的影响。本研究的目的，是探析小学生班级内同伴间的诚信关系与学生诚信品德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同伴间诚信教育的可能性策略。
诚信是一种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的道德规范，它既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之一，也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德育中，诚信教育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论是课程设置、教科书编撰，还是一线教师的教学工作，都将诚信教育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相关研究表明当前我国中小学生诚信发展水平尚不理想，反映出学校诚信教育实效性差的问题。[1]
本研究认为，造成当前我国学校诚信教育不理想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当前我国学校诚信教育基本处在认知层面，缺乏真实的道德冲突的创设，这就容易造成诚信教育中最为重要的知——行链条的中断，从而无法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另一方面，由于班级内同伴关系发生具有隐密性的特点，教师无法干预学生全部在校时间和校外时间，因而也就无法对同伴间发生的诚信关系及时关注和展开适时教育。也就是说，学校和教师对学生的诚信教育存在“盲点”。实际上，上述两个方面都与我国学校中的班级体制的特点相关。因而，突破诚信教育不理想的钥匙也蕴含在这种体制中。这就需要发挥同伴关系在诚信教育中的特殊功能，正如维果茨基所指出的，个体存在一种潜在发展水平，这种潜在发展水平可以通过教师或有能力的同伴的帮助而获得。[2]作为处在一定诚信关系网络中的学生是诚信关系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特别是对于在诚信知行方面“有能力”的学生来说，如果他们能够在真实发生的诚信关系中抓住诚信教育的时机，发挥他们自身的教育功能，便可以消除上述“盲点”，从而提高诚信教育的实效性。
为了对小学生班级内同伴间的诚信关系进行测量和分析，本研究引入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进行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法是一种研究社会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与注重分析个体属性特征，如性别、年龄等为主的研究方法不同，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对关系数据的分析展现个人或群体关系的结构，揭示这种结构对个人或群体产生的影响。社会网络分析法将“关系”视为研究的中心，因为它首先假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比行动者的年龄、性别等个体属性特征更加重要；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所形成的结构机制能够对行动者的观念、信仰和行动产生极大的影响。另外，社会网络分析法将关系结构作为一种动态过程而非静态结构展开研究，这较之对行动者年龄、性别等个体属性特征的研究而言，能够更加直接地反映行动者和他所处的群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对行动者的影响。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同时，本研究还将被试的某些个体属性特征增加进来，以便更加全面地揭示个体属性特征与其关系结构的联系和特征。
二、小学生同伴间诚信网络的结构与特点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体社会网络分析法，笔者从某小学三年级抽取一个班进行测试。该班共有学生53名，男、女生性别比例是29：24，平均年龄8.89岁（SD=0.61）。
（二）研究工具和研究过程
（1）诚信网络调查问卷
自编基于社会网络的诚信网络调查问卷，问卷共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试的人口学资料调查，包括性别、年龄、是否在班级中担任学生干部等；第二部分为诚信网络调查问卷，包括诚实和守信两个维度，共16个题目，主要反映小学生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与同学之间发生的诚信行为，其中诚实行为题目10个，守信题目6个；正向题目5个，反向题目11个。在题目后附有全班同学的花名册，施测时要求被试根据题目在花名册相应位置下标注近30天内该题目发生的次数。调查问卷采用集体施测，并当场收回问卷。在预处理数据时，对缺失性数据和误差性数据以个别访谈法进行补充。
（2）诚信观调查问卷
使用傅维利教授《儿童、青少年诚信观念调查问卷》对被试班级集体施测，并当场收回问卷。《儿童、青少年诚信观念调查问卷》共包括三个维度，分别是个体对诚信内容的把握、个体对诚信行为评定标准的判定以及个体对诚信价值的认识，共41个题目。傅维利教授带领课题组于2008年9月至2009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团体施测，形成了具有信、效度的全国常模。[3]本研究通过对被试班级《儿童、青少年诚信观念调查问卷》的数据处理发现，被试班级的学生的诚信观发展水平与全国常模基本一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三）数据处理
采用EXCEL软件对两份调查问卷的原始数据进行分类管理；采用SPSS17.0软件对被试的个体属性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同时，对被试的诚信观调查问卷进行李克特5级赋分和Z分数转换，权重相加后得到每一名学生的诚信观发展水平，并以统计学中“27%划分原则”将被试诚信观发展水平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采用UCINET6.0软件对诚信网络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作图。
（四）整体特征分析
密度分析是评价一个团体关系紧密程度的重要指标。诚信网络密度体现了班级内同伴之间诚信关系的紧密程度，密度越大，对个体的影响也影响。由表1可见，被试班级的诚信网络密度十分紧密。总体诚信观水平方面，被试班级处在适中水平。（见表1）
表1  整体特征分析
	特征
	

	网络密度
	0.41

	总体诚信观水平
	3


（五）诚信网络的社群图
采用UCINET6.0软件绘制被试班级的诚信网络社群图，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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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班级诚信网络社群图
程度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是评价一个人在团体中地位的最主要的两项个体结构指标。其中，程度中心性反映出“谁”在其团体中是最主要的中心人物。从图1可见，节点36、44、12、2、32、15处在该诚信网络的中心，其中节点36的程度中心性最大，其后依次下降。中介中心性反映了团体中“谁”是作为媒介者，联通另外两个人而存在的个体。从图1中可见，节点36、2、44、12、15在该诚信网络中联通着更多的个体，其中节点36的中介中心性最大，其后依次下降。可以说，节点36、44、12、2、15等五名同学在被试班级的诚信关系中发挥着中心作用。
当我们把每一名学生的个体属性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是否在班级中任职以及个体诚信观发展水平等四项增加到图1中之后，则可以发现该被试班级内同伴间的诚信网络的不同特征。
首先，将学生个体的年龄特征增加到图1中。其中，圆形代表8岁，方形代表9岁，三角形代表10岁，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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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班级诚信网络社群图（年龄）
其次，将学生个体的性别特征增加到图1中。其中，圆形代表男，方形代表女，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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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班级诚信网络社群图（性别）
第三，将学生个体是否在班级中任职特征增加到图1中。其中，圆形代表在班级中任职，方形代表没有在班级中任职，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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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班级诚信网络社群图（是否在班级中任职）
最后，将个体诚信观发展水平特征增加到图1中。其中圆形代表诚信观发展水平较低的学生，方形代表诚信观发展水平适中的学生，三角形代表诚信观发展水平较高的学生，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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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班级诚信网络社群图（诚信观发展水平）
从图2可见，处在被试班级诚信网络社群图中心位置的节点以9岁、10岁为主，而外围节点则是各年龄交叉出现。从总体来看，年龄因素并不构成影响班级内同伴间诚信关系的主要因素。从图3可见，处在被试班级诚信网络社群图中心位置的节点的男女生性别各占50%，而外围节点则是各性别交叉出现。从总体来看，性别因素并不构成影响班级内同伴间诚信关系的主要因素。从图4可见，处在被试班级诚信网络社群图中心位置的节点都在班级中担任一定的职务，距离中心位置稍远的节点也以在班级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学生为主，而最外围节点则是担任与不担任班级职务的学生交叉出现。因而，是否在班级中任职这一因素可以构成影响班级内同伴间诚信关系的主要因素。从图5可见，处在被试班级诚信网络社群图中心位置的节点以中、高发展水平的诚信观的学生为主，距离中心位置稍远的节点也以中、高发展水平的诚信观的学生为主，而最外围节点则是低、中、高发展水平的诚信观的学生交叉出现。因而，个体诚信观发展水平这一因素可以构成影响班级同伴间诚信关系的主要因素。
三、小学生同伴间诚信网络结构的成因及其教育策略
本研究通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展现了某小学三年级一个班的诚信网络结构特征。诚信网络密度较大，显示出小学生同伴间诚信关系发生较密集。社群图分析显示，班级内同伴间的诚信关系存在强力节点；同时，年龄和性别因素不构成影响班级内同伴间诚信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否在班级中任职和个体诚信观发展水平可以构成影响班级内同伴间诚信关系的主要因素。
（一）小学生同伴间诚信网络结构的成因
以往研究支持儿童道德行为具有年龄和性别差异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柯尔伯格（L.Kohlberg）提出了儿童道德认知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指出儿童的道德认知发展遵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顺序。10岁左右的儿童处在服从与惩罚的定向阶段和相对论者的快乐主义阶段，他们的道德行为主要是为了避免惩罚或满足欲望。同时，柯尔伯格及后来的研究者都持一种男性在遵守道德准则方面高于女性的观点。然而80年代以后，吉利根（C.Gilligan）对此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她认为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只是对男性道德认知的考察，没有全面反映女性道德认知。在《不同的声音》一书中，[4]吉利根指出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典型的道德观取向，一种是公正取向的道德观，一种是关怀取向的道德观，不同个体总是从两者中选择其一。这两种典型的道德观取向不存在高低之别，只是具体的道德行为中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已。一般而言，男性倾向于选择公正取向的道德观，而女性倾向于选择关怀取向的道德观。在具体的道德行为中，男性通过考虑道德的一般规则或条令践行道德，而女性则通过在各种关系中表现关怀、感受和责任践行道德。对于以往研究者所持的男性在遵守道德准则方面高于女性的观点，吉利根指出以往研究所采用的工具本身，如柯尔伯格使用的“两难故事”，容易引发被试的公正思考，有利于男性表现出较好的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从而人为造成了性别之间的差异。受该理论的影响，一项研究表明，早在幼儿园阶段，男性和女性在道德行为方式上已经表现出差异：男性更倾向于采用道德准则要求自我和他人，而女性则更倾向于与人分享感受。[5]这表明男性和女性在道德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不必然与年龄因素相关。因而可以看出，由于受到理论分析、研究工具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儿童道德行为具有年龄和性别差异的观点，而实际上这两种因素只是造成道德行为表现形式的不同，而非儿童对于某种道德品质的遵守。从前文展现的小学生同伴间诚信网络结构来看，反映的正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被试以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践行诚信品质的关系。因而，年龄和性别因素不构成影响班级内同伴间诚信关系的主要因素。
是否在班级中任职之所以可以构成影响班级内同伴间诚信关系的主要因素，与被试对于学生干部的身份认同相关。然而，对于这种“身份认同”却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一种理论解释认为，身份认同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理论是米德（G.H.Mead）的社会角色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组织与统一，也就是在那个群体所从事或者说所进行的社会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一个自我的组织与统一”，[6]也就是说，处在某一群体中的个体会受到这一群体的社会化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社会的自我”，即社会化为在某一群体中担任一定社会角色的个体。其中，道德社会化是担任任何社会角色都必须经历的，其实质就是个体在社会和他人对于特定角色的期待的基础上，做出该角色应有的道德行为。学生干部作为小学生群体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同学都会对这一角色有所期待，比如学习优秀、遵守纪律、品德优良，能够起带头作用，等等。因而，当一名小学生被选拔为学生干部之后，即“扮演”了学生干部的“角色”之后，自然而然会受到这一角色的限制，从而促使自己的言行向符合这一角色期待的方向发展。具体到班级内同伴间诚信关系中来看，则表现为在班级中担任职务的同学会在与其他同学的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诚信行为。与认为个人的道德行为是与扮演了特定社会角色所相应承担的“责任”的观点不同，另一种理论解释认为，当个体加入到某一群体中之后，会使用一定的策略来维持其社会地位的优势，或转变其社会地位的劣势，其代表理论是奈德勒（A.Nadler）的地位关系理论模型。在奈德勒的理论模型中，[7]地位关系的安全与否决定着高地位群体的成员与低地位群体的成员对帮助的认知与相应的行为（见表2）。
表2  地位关系安全与否与群体地位高低成员反应的关系
	
	高地位群体成员
	低地位群体成员
	关系

	地位关系安全
	帮助低地位群体成员（不论是否需要帮助）
	接受来自高地位群体成员的帮助
	强化原先的不平等地位

	地位关系不安全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给予低地位群体成员更多的帮助
	不愿意接受或寻求来自高地位群体成员的帮助
	矛盾激化


从奈德勒的地位关系理论模型可知，处在高地位群体中的成员不论在地位关系安全的情况下，还是在地位关系不安全的情况下，都会对低地位群体成员表现出有道德的行为（比如，提供帮助，等等）以便巩固或维持自己现有的地位。由此来看，在班级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学生与其他同学的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诚信行为，便可以解释为为了巩固或维持自己“高于”其他同学的学生干部身份而采用的策略。
“诚信观是人们对诚信的基本看法，是人们界定诚信内涵，评定其价值和水平高低的基本取向和内在标准”，属于道德认知的范畴。[8]在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结构中，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是主链条，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则从属于主链条，不能脱离主链条而独立存在。在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主链条中，道德认知又居于支配地位，起着引导和控制道德行为的作用。由此来看，诚信观支配着诚信行为的发生和维持，提供了诚信行为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引导。虽然有研究表明儿童的诚信行为主要受外部力量的决定，但是，柯尔伯格则通过对儿童道德判断的研究指出，道德思维的逐渐成熟对促进道德行为的发展具有积极影响。[9]这表明，通过促进儿童诚信观向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他们诚信行为的发生和维持。也就是说，一个个体的诚信观发展水平越高，他越有可能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诚信行为。从前文展现的小学生同伴间诚信网络结构来看，反映出诚信观发展水平越高，在与同伴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诚信行为，因而越居于整个网络结构的中心。因此，个体诚信观发展水平可以构成影响班级内同伴间诚信关系的主要因素。
（二）小学生同伴间诚信教育的策略
社会网络分析法揭示的班级内同伴间诚信网络结构特征可以为班级内同伴间的诚信教育提供依据。首先，发挥核心人物的榜样作用。处在诚信网络中心的同学是班级内同伴间的“领袖人物”，同时，他们在联通其他同伴间的诚信关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更可能对其他同学的诚信关系产生影响。因此，教师可以加强与这些核心人物的联系，了解班级内同伴间诚信关系的情况以及他们在这些关系中的影响力，通过及时地、积极地引导和促进这些核心人物的诚信知行，从而使得他们在与其他同伴发生诚信关系时能够发挥相应的积极作用。
其次，发挥学生干部的带头作用。社群图分析显示处在诚信网络中心的同学都在班级中担任一定的职务，表明学生干部在班级内同伴间的诚信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从诚信网络调查问卷的具体题目来分析，学生干部与其他同学发生的诚信关系主要以正向关系为主，例如能够在学习或其它活动中如实指出其他同学的错误，或者能够按照与其他同学的约定时间参加某项活动等。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学生干部自我身份的认同以及对该身份相应承担的责任的正确认识，从而导致他们能够在与同伴间的交往中保持诚信。因此，教师应该重视学生干部的带头作用，并及时地、积极地引导和培养他们，从而使得他们在与其他同伴发生诚信关系时能够发挥相应的积极作用。
第三，发挥高水平诚信观学生的引导作用。社群图分析还显示处在诚信网络中心的同学以具备较高水平的诚信观为主，表明学生个体的诚信观发展水平高低确实对其与同伴间的诚信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当然，在班级诚信网络结构中也存在一些较低水平诚信观的同学具有较突出的诚信行为。事实上，在小学生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不知而行”的诚信现象。但是，当把这种现象与之前的是否在班级中任职这一因素对比来看就不难发现，这些“不知而行”又是一种身份认同和责任认同的必然发展。因此，教师应该重视高水平诚信观学生的引导作用，并及时地、积极地引导和教育他们，从而使得他们在与其他同伴发生诚信关系时能够发挥相应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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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trategy of Integrity Education by the Pupils Peer
——Based o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LIU Yuan
（School of Education，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China）
Abstract: The pupils peer relationship in the class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grity. From the study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take a class of 3th grad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struc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grity of pupils peer. Sociogra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strong node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grity of pupils peer, and age, gender, whether serving in the class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dividual Integrity play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eer relationship of Integrity, specifically: age and gender do not constitut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influencing the peer relationship of Integrity, and whether serving in the class 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dividual Integrity can constitut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influencing the peer relationship of Integrity.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play the function of Integrity Education among peers, core figures should be play an model role, and the student cadres and students who has a high level of Integrity should be play an leadership.
Key works: pupil；peer relationship；Social Network Analysis；Integr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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